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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與上海租界社會

⊙ 馬陵合

 

一 租界社會對流民的吸附力

流民是流動人口的一種類型。在沒有嚴格的戶籍管理下，他們最基本的特點是缺乏穩定而良好

的住所，職業具有較強的臨時性與不穩定性。對於城市來講，離村農民是其主流。他們源於

「移民」，進入城市社會後因未被完全容納為其中一部分，遂成為城市社會的附屬階層。對於

上海租界這個特殊的城市區域來說，流民是最低賤的階層，所包含的人群十分複雜，既有完全

失業的乞丐、盜賊，又有處於半失業或隱性失業狀態下的各種苦力（如築路工、碼頭工人、人

力車夫、手工業者、幫工等）和一些以女性為主的服務性人群（如女傭、娼妓）。他們有兩個

共同特點：一是以離村農民為主要來源；二是工作生活具有流動性。

近代農村衰落，使農民離村進入租界的數量相當龐大，但因流民本身的流動性和缺乏完善戶籍

登記制度，我們很難對其作出精確的統計，只能從一些側面稍稍展現他們的概況。1930-1936

年，上海失業、半失業人口達60-70萬，佔總人口的20%1；而租界人口則佔上海人口的60%左

右，由此可以想見租界中失業人口之多。位於租界邊緣的棚戶區更能反映流民隊伍之龐

大。1926年公共租界及毗連邊緣地帶即有棚戶居民1.4萬戶。根據大統路蕃瓜弄棚戶區202戶的

調查資料，16-45歲的勞動力404人，其中142人失業，佔35.5%；184人拉人力車、三輪車或做

流動小販餬口，佔46.04%；只有76人在工廠工作，佔18.81% 2。表1是根據零星資料進行的統

計，流民的狀況由此可略見一斑。

表 1 流民職業人口分布

職 業 人 數 統計年份 資料來源

人力車夫 100 1939 a

碼頭工人 50 20年代 b

妓女 7 1915 c

野雞 37 1920 d

修鞋 2 1920 e

木工 23 1920 e

成衣業僱工 47 1920 e

理髮業僱工 24 1920 e



資料來源：

(a) 蘇智民、陳麗菲：《近代上海黑社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頁17。

(b) 上海港史編寫組：《上海港史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276。

(c) 平襟亞：〈舊上海的娼妓〉，《舊上海的煙賭娼》（上海：百家出版社，1988），頁159。這裡所統計

的僅是繳納花捐的妓女。

(d) 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137。

(e) 李次山編輯：〈上海勞動狀況〉，《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5月）。成衣業、理髮業的僱工

主要來自外地，他們的住宿由僱主解決，而白天工作的地方往往便是夜晚休息的地方。

研究流民形成的關鍵，在於上海租界社會對外來人口的吸附力。所謂吸附力，應是城市化過程

中所產生的承受力和附著力的合力。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城市化水平並

不能以租界內「康莊如砥，車馬交馳」的繁華外觀來涵蓋，而在於其城市特性和經濟功能，以

及由此而產生的對農村勞動力引力場的大小。從上海租界本身的經濟發展來看，它的城市特性

是典型依靠金融貿易帶動的消費型城市；它的經濟功能主要有兩個：一是房地產投資的寶地；

二是溝通中外貿易的橋梁。所以，它給人的總體外觀印象總是居住建築與倉庫貨棧犬牙交錯。

曾經有人說，上海租界是「大班的城市」、「買賣的城市」，「它是為這個目的而建立起來

的，而買賣則始終是它的主要特徵」3。

但是，我們卻不能因此說上海租界經濟沒有工業的成分。上海應該算作中國的工業中心，工業

產值、工廠數幾近全國的一半，而且這些工廠絕大部分設在租界內。據1914年出版的《上海指

南》所載，當時主要的350餘家工廠約有280餘家座落在租界內，佔總數的80%。此時，上海工

人約有14-15萬人，租界內便佔了11-12萬人4。這一時期是中國工業發展的黃金時代，這些數

據的典型意義是可信的。然而與同一時期的華人人口相比，這11-12萬工人僅佔總人數62萬的

20%，即平均五個華人中只有一個能進工廠。同時，租界昂貴的地租嚴重地阻礙了工業發

展。1909年，公共租界平均地價已達每畝4,603兩，1911年更上升至8,281兩5。這給離此較遠

的地區辦廠帶來了很大的便利。20年代以後，不論外商還是華商都把大量工廠設在地價較低的

閘北、滬西地區，在那兒形成了新工業中心。所以，從整體上講，貿易金融是租界經濟的龍

頭。1894、1933、1936年分別佔全國外貿總值的53.44%、53.87%、55.56%。1936年佔國內埠際

貿易的75.2%6。

這種經濟功能對勞動力的需求有特定的內涵。形象地講，繁華的城市外觀、發達的市場經濟與

它對勞動力的需求無法相配，很難像工業發達地區一樣形成龐大的勞動力需求市場。同時，從

金融貿易發展的角度來講，它一方面需要為中外貿易服務的「倚徒華洋之間的買辦」和通事，

他們基本上是來自廣東的買辦階層，而這些工作是一般外來農村人口所不能勝任的；另一方面

則需要輔助性的勞動力，主要包括為中外商人服務的傭人、車夫、船夫和其他苦役，以及聚散

流通商品原料的運輸工人。隨著中外貿易日趨頻繁，這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亦不斷擴張，它具

有兩個主要特徵：一是非技術性，需要的是工人良好的體魄；二是需求量伸縮大，工作具有不

穩定、流動的特點。

顯然，這種城市特性與經濟功能能否與數量巨大的外來人口相適應，是理解上海租界流民問題

的基礎。這裡不妨以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兩種流民類型作一分析。從事這兩種職業的人有兩個

特點：一是以外來人口為主；二是處於半失業狀態。

租界設置以後，外商沿租界黃埔江的岸線建造了許多碼頭，又在碼頭和租界內建造了倉庫堆

棧。「碼頭銜接，工人如蟻，上下貨物之聲，『邪許』不絕」7。早年在這裡謀食的碼頭工人多



為本地的失業農民、漁民和船民，但隨著航運的增長、碼頭的擴建，到碼頭做工的逐漸以外來

人口居多。據1918年的抽樣調查，85名碼頭工人中，來自本地的有49名，來自外地農村的則有

33名，各佔總數的58%與39%。1937年，在被調查的271名工人中，來自本地的有10人，僅佔

4%；而來自外地農村的有233人，佔86%。這些外來勞動力主要來自蘇北、安徽、廣東、寧波等

地，他們每天半夜三更到碼頭領工票後才能進入碼頭工作，若拿不到工票就只能換個碼頭等

候。一般情況下，他們一個月只能工作15-20天，少的甚至10天以下8。

人力車是上海租界商業興盛、生活奢迷的一種標誌。1891年公共租界發放人力車執照32,681

張，1901年已增至60,915張9。20年代人力車夫已增至6-8萬人，1939年更達10萬人10。這些人

力車夫以「江北人為多，其次為山東人」。他們一般沒有自己的車，多是向車行租用。當時人

力車夫的數量，已經超出正常的需求。1916年，公共租界白天在中區和北區行駛的人力車每平

方英里不少於300輛，有人指出：「人力車的增多與需求無關，而是與另一個因素即人力車夫

每天能賴以生活的最低生活費用有關。一個人力車夫只要每天能掙到這麼多的收入，他就會到

人力車行去租車。」11他們的生活和碼頭工人一樣痛苦不堪，每日只能維持兩餐，以玉米粉、

麩皮麵、豆渣、菜皮充饑。他們住的不過是「租界邊緣的草屋或小屋」，或是「最上等的住小

客棧裡床鋪，出錢60文到百文，次等的睡在車子上面，再次等的睡在小菜場的地下」12。

從上述兩種流民類型的職業狀況來說，他們的生活還不是完全無著，但仍不能將之歸入穩定的

城市市民階層，頂多只能說他們是介乎失業游民與城市市民之間的流動性苦力階層。至於那些

以乞討、偷竊、賣淫為生的外來農民，其流民色彩則更為濃烈。所以，流民問題產生的關鍵在

於勞動力市場上的供求差異。在勞動力供求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下，農民離村入城的浪潮產生

了大量的失業、半失業勞動者。流民屬於勞動力市場中的停滯過剩人口，他們沒有固定的職

業。因而，有人對此感嘆不已：「從農村擁到城市的勞動者，都成了可憐的失業之群。所以，

農村勞動力胡亂的擁進城市，一方面，使農村中失卻生產的中堅份子──青年勞動力，而另一

方面產生了大批的失業之群，這當然是人口變動的變態。」13這種感嘆並沒有涵蓋問題的全

部，只部分地反映了租界這個城市中的「特區」吸引農村人口的偏向。

這種偏向不僅是指勞動力市場的狹隘性和特殊性，同時也包含了租界社會所特有的環境對農村

勞動力的附著力。這種附著力大概不在於租界的繁華眩目或其所提供的優渥工價，因為繁華外

觀只對有錢華人有吸引力，勞動力供求比例失調亦不可能帶來厚利，其最大動因在於租界社會

特殊的城市輻射力。

首先，租界較為安定的西方化社會環境和特有的城市經濟功能，為離村農民拓寬了在城市就業

的門路。上海租界不僅有工業，更有發達的金融貿易；其市政建設、高等華洋人的生活消費、

娛樂享受都居於全國城市之冠，由此形成的職業種類繁多、潛力很大。上海法華鄉農民流入租

界後，即使進不了工廠，「男工另有種花園、築馬路、做小工、推小車。女工另有做花邊、結

髮網、黏幣錠、幫忙工。生計日多，而專事耕織者日見其少矣」14。租界工部局築路一項就吸

引大量勞動力，20年代，其中所提供的穩定「長工」名額有600人，而臨時工的空缺則從幾百

人到數千人不等。在租界內為富貴人家服務的女傭有2,000人左右15，據載當時青浦農婦「貪上

海傭價之昂，趨之若鶩，甚有棄家者」16。職業的多樣性使離村農民無法對勞動力市場的承受

力作出正確的判斷，致令流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應該是造就城市流民的最大動力。

其次，租界社會商業氣氛濃烈，投機冒險的機會很多，離村農民除了因利益驅動而遷移至此，

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冒險精神。在上海這個商業城市裡，信息傳遞速度快、人際交往範圍廣、



聚落開放程度高，人的創造性和潛力有充分發揮的機會。城市的競爭意識、創新意識、尋求機

會的意識，對離村農民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他們抱著與其在鄉村貧困待斃，不如到城裡碰碰

運氣的想法，促成了一股巨大的移民浪潮。川沙農民移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恃上海。夫以逼

臨上海之故，人口有餘，則移之上海，職業無成，則求之上海」17。

上述兩個方面的結合，正是離村農民進入租界的外在因素。租界特殊的經濟功能，又使他們不

易「回流」。一方面，流民的職業選擇有靈活性，難以形成完全的失業者，甚至連乞丐有時都

可以找到臨時工作。到了炒茶季節，丐頭們「把這班乞丐找得來，做炒茶的生活。每家茶棧多

的百人，少的三五十人」18。另一方面，舉家離村的比例不小。據1932年的調查，安徽南部、

北部，江蘇南部、北部舉家離村的分別佔離村人口的46%、15%、31%、41% 19。在上海租界，有

一半左右的碼頭工人、人力車夫是有家屬的。由於這些人把城市作為自己生存繁衍的唯一選

擇，所以生活即使困苦，他們仍要勉力支撐。人力車夫的妻子往往去當女傭幫補家用，他們的

小孩子有本領的賣花生、甘蔗等吃食，得錢餬口。有點力氣的那怕未成年也要去拉車。這些就

是流民隊伍日益壯大的另一個因素，也是考察流民生存方式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二 流民與租界社會的融合程度

流民在租界無疑是最下賤、最貧窮的階層。「上海之表面酣歌醉舞也，其裡面則啼饑號寒

也」，形成了城市各階層截然對立的城市化外觀。然而，城市不同於單一的農業社會，它無疑

是一個大熔爐。上海租界集文化、經濟、交通、消費、社交中心於一身，它特有的兼容性（主

要源於遠離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軌道），為各階層的萌動交匯提供了一個相互交融的社會舞

台。

在城市社會引力場的作用下，流民逐漸改變傳統單一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他們自覺或不自

覺地發揮自己的內在潛力以適應環境。正如美國城市社會學家帕克斯所指出的：「大城市之所

以有吸引人口的能力，部分原因是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在大城市生活的環境中找到他舒適的角

落和施展自己抱負的天地。」20可是，中國近代社會濃厚的封建色彩以及城鄉尖銳對立的基本

形勢，決定了流民無法在租界內與社會主流融洽共存；但因著經濟利益的驅動，卻又使他們在

極其矛盾的狀態下尋求與租界社會的融合，從而適應近代工商社會和自己特殊的社會地位。

流民與其他移民類型相比較，他們最基本的特點是主體素質低下。在工商業迅速發展的社會

裡，他們從鄉村帶來的菲薄財力、低下的文化素質、缺乏進取的小農意識，使他們難以融入主

流社會。面對生計壓迫、環境衝擊，他們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職業選擇、生活倫理模式。

流民最迫切關心的問題是他們的謀生之道。他們到租界後，喪失了傳統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以

土地為基礎的社會組織，也失去了穩定的財產、戶籍和職業，他們只有在自己的階層中尋求支

持。農民只有迫切要求以次屬關係來強化自己的擇業手段，而這種次屬關係則是以地域關係為

基礎的。流民在從事某一項苦力時，往往形成以同鄉關係為紐帶的群體，這就是上海租界流民

社會中的「幫」。這種「幫」與黑社會中的「幫」有一定的淵源關係，如人力車夫90%屬於青

幫，但兩者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來說，某種行業的「幫」是自發形成的，沒有嚴密的組織以及

幫規，只是以「親不親故鄉人」的傳統觀念來加強流民之間的協作，以謀求在新環境中的精神

依托和相對的職業穩定。他們基本上不以犯罪為職業。表2羅列了一些流民職業中的幫別：

表 2 流民職業中的幫別



行業 主要幫別

碼頭工人 蘇北幫、寧波幫、湖北幫、廣東幫

人力車夫 蘇北幫、山東幫

縫窮婆 蘇北幫

耍把戲 山東幫

女傭 揚州幫、蘇州幫、安徽幫

成衣業 寧波幫、常州幫

理髮業 揚州幫、鎮江幫、湖北幫

妓女 浙江幫、廣東幫、江蘇幫

「幫」的形式主要突出職業的地域色彩。非技術工人集中的行業大都採用包工制，僱主僱

「幫」的頭目為工頭，工頭則以同鄉關係招僱工人，自成一系。這在碼頭工人中最為突出。各

種不同工種分別由各「幫」把持，「肩運扛運大部分屬蘇北幫和湖北幫，輪幫多數是廣東幫，

而堆幫則以寧波幫為主」21。

形式上，「幫」的封建色彩仍十分明顯。首先，它雖然突破了以家庭和土地為核心的經濟形

式，但卻陷入另一種依附關係。如碼頭工人與工頭之間存在著一種明顯的依附關係。工頭不僅

負責安排工人的工作，更抽取他們部分收入為基金，用以接濟因病、因故不能工作的工人，扶

助傷殘，安葬死者。其次，「幫」亦具有明顯的排他性封建行會色彩，例如當時租界中流動性

的木工約有23,000人，「他們各作，又有各作的小團體，多少都有一點行規。凡不入行的，總

不許在上海工作」22。但這些「幫」無疑地迎合這樣的現實：「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起作用的

是非個人的、具有普遍性的機能而不是地位或特定關係的機能。」23城市的生產活動比小農經

營進步之處在於其嚴密的人員組織，它需要集體意識。「幫」的基本團體意識是鄉土觀念，但

在租界這樣一個多質的社會裡，鄉土觀念就衍化為互通信息、密切鄉誼、介紹職業、濟難互

助，這對組織城市中可靠的勞動力、穩定社會秩序不無意義。所以，「幫」的封建性外觀與城

市近代化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反映了農民在角色轉換中的一個過渡形態。「幫」恰好不自

覺地加強了流民的組織性，使他們逐漸擺脫農民身分，而漸成真正意義的工人階級。

此外，在流民階層裡，出於互助目的還有職業介紹以及為流民服務的行業，這又為流民提供更

大的職業選擇。據統計，20年代租界裡有2,000家上下的「薦頭店」，它們大都為農村婦女介

紹家庭職業。隨著流民階層的壯大，為之服務的一些行業應運而生。如縫窮婆，她們服務的對

象是工人、伙計、學徒，給他們縫襪底、補衣洞。其他還有修鞋、流動點心攤販等。這些職業

不僅加強流民階層的適應能力，而且也是對單一鄉村耕織生產方式的突破，開始了階層內部的

社會分工。

謀求安身之道應是流民與租界社會融合的基礎，但在租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社會裡，流民耳

濡目染、親身體驗，他們傳統的倫理道德、生活方式開始受到衝擊，傳統的儒家教化倫理在他

們心中趨於淡化，代之而起的是以趨利、實用為特性的倫理觀。西方社會的直接輻射和廣泛的

商業原則正在改變和替代傳統的是非觀、擇業觀，樸實無華的田野村夫形象不見了。上海租界

的超常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了這種轉變。租界中與流民有關的娼妓業的興盛便是一個見證。

上海被譽為「東方花都」，「十里洋場，釵光鬃影，幾如過江之鯽」。租界初闢時，租界當局



竟以開招稅源為由公然應允妓院營業，開徵「營業稅」，捕房裡特設管理妓女的「花捐

班」。1906年前，花捐一直是租界當局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1865年法租界當局的預算收入為

103,000兩，其中花捐營業稅收入為48,000兩，佔總收入的46.4%24。加之西方妓女所帶來的影

響，上海妓女賣淫日趨公開化。1864年，上海兩個租界共有1萬戶華人，其中688戶為妓館。到

二十世紀初年，租界華人的女性人口中竟有12.5%是娼妓25。然而，妓女中也有高低貴賤之分，

如書寓、長三等都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她們公然出現社交場合，成為時髦的先導，

很難歸入流民階層。只有低級妓女諸如花煙間妓女、釘棚妓女、野雞等可以歸入流民一類。她

們充當妓女的原因，主要是農村破產、盲目流入城中，為生活所迫而操起皮肉生意。據1915年

的上海《中華新報》載：租界的下等妓女主要來自蘇州、揚州的農村，她們大都當「野雞上青

連閣，或做馬路天使拉客」，而她們的服務對象中不少是流民。「花煙間一開，則肩挑負販者

誤矣！吸煙一盒，不過百錢，抹胸捋肚，無所不為，若輩各租界皆有，惟十六浦為麇團之所。

……鄉民偶爾至此，稍為顧視，即拖入洞中，腰纏立罄。嘗見東洋車夫（為此）捉襟見肘，磋

乎。」26

流民型的妓女及其與流民的交往，似乎表明傳統美德在流民與租界社會融合的過程中逐漸崩

解。娼妓業的泛濫無疑對社會規範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

20年代，中國社會學家易家鉞對這種現象的解釋是：城市人口空前的集中，造成了與中國農村

生活截然不同的環境。這種環境只是功利主義與墮落的中心，「城市是罪惡的代表」。這種

「缺德的總和」，便是近代文明的全體27。這種觀點代表了部分中國學者對西方型城市化所帶

來的道德淪喪的一種憂慮，也確實道出了城市環境如何影響離村農民的倫理觀，但這無助於了

解流民的生活實況。流民與娼妓業的關係，反映了西方式的商業、趨利原則對他們在職業選擇

和生產方式上的「扭曲」。妓女在租界社會並沒有因本身的職業而受到大眾排斥，她們可以按

照一般市民的生活方式生活。當時所謂的「開花榜」，是市民生活中的樂趣和時髦。但流民淪

為妓女，畢竟不是城市市民生活倫理中的自然表現，它的根本出發點仍是為了謀生，賣淫不過

是她們滯留城市的一種職業選擇。據調查，江蘇省金壇縣王母觀村離村農婦入城，「其職業可

憐的居多」28。此外，不少農村婦女是被人口販子賣入租界，當時俗稱「開條子」。20-30年

代，上海有兩個最大的販賣婦女集團，即公共租界的尤阿根集團和法租界的任文楨集團，他們

基本上以招工作為拐騙的手段。因此，娼妓只是農村婦女融入租界社會的非常態形式。

至於流民本身涉足嫖娼，主要的原因似乎是生活方式的變化，但這與租界社會中流行的爭趨奢

華之風有多大的關連，倒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很明顯的，流民這種享樂方式很難與富人們

的奢華淫佚相提並論，因為這種「怪異不循理性之現象」與流民低下的經濟地位難以相符。這

裡至少應該考慮到流民心理變化的層面，即是在租界奢華風氣的影響下，他們從羨慕轉而模

仿。這種模仿並不單純是追求奢靡、虛擲錢財，實際上也包含了他們對生活困苦的一種發泄，

尤其是單身流民，尋歡作樂或許可以減緩生存的壓力和彌補精神上的失落。池志澂在〈滬遊夢

影錄〉中對此作了直接的描述：「人之沉迷而不返者不知凡幾……蕩檢踰閒，傾財致命，問之

其人，而其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而入其中者，或以情，或以憤，或以激，或以憐，則雖

卑瑣闒葺之夫，未有不慷慨毫招以自喜。」時人的記述應該更能客觀反映這一心理現象。

綜上而觀，流民在生存方式和生活倫理的變化表明這樣的事實：他們雖然已經開始拋棄鄉村的

小農經濟模式和傳統的倫理道德，但他們只能借用某些天然的形式生存，用扭曲的擇業手段安

身，用消極的心理態勢去抗爭。所以，流民從未溶入租界社會，而始終是主流社會的一個次生

群落與衍生物。流民不可能完全轉化成城市社會中新型的市民階層，同時也不可能完全保存鄉



村社會中的田園氣息。租界無疑是個多元異質社會，但它的殖民地性質不可能讓聚集於此的移

民都享受到自由、平等、民主的機會，實際上它像中國農村一樣，形成了「從屬」和「支配」

性的層次結構。這是考察流民與租界社會融合程度的基礎。

三 流民：一個影響中國城市近代化的因素

租界社會的流民問題，實質上是中國近代人口城市化的一個典型。它的主要癥結在於城市的拉

力顯然小於農村的推力，造成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然而，這並不能涵蓋流民與城市化的全部

關係。我們若全面考察，流民問題至少體現了中國近代城市化道路上的幾個問題。

第一，流民是城市化的原動力之一。從上海租界來說，城市化有很大的移植成分，但本質上仍

是一個變傳統落後的鄉村社會為現代先進的城市社會的自然歷史過程。這種轉化包括了由城市

經濟、社會、文化等等要素所產生的巨大吸引力，使鄉村的勞動力向城市集中。流民實際上正

是這種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流民因其鄉土文化背景和大體相似的職業流動性、低下的生活水

準，長期以鄉下人的形象在上海租界社會中出現，這樣一個群體好像都市裡的村莊。然而，流

民無疑又是租界城市化迅速發展的創造者之一，他們以自己的辛勞和耐苦去流通商品、修路建

樓、建立城市生活，而且也衝破傳統農業社會的束縛，以求適應近代化的城市社會。

第二，非工業化的城市化道路，使以人口壓力為主要特徵的城市病過早出現。上海租界以金融

貿易為其經濟支柱，遏止了工業的發展，但工業化是形成城市強大拉力的必要基礎。唯此，才

能提高農村生產率，減少農村人口，增加城市人口，促進城市體系完善。表面上，上海租界的

城市化進程迅速、市面繁榮、經濟發達、人口大增，但與之相伴的便是在城市中過早地形成滯

留人口。城鄉差別拉大加上農村人口大量流入，使人口壓力一開始就成為不治之症。上海租界

中黑社會猖獗，與此不無相關，使上海租界在城市化道路上付出了極大代價。

第三，在租界這個特殊的社會裡，傳統的重義輕利思想受到近代功利主義價值觀的衝擊。這種

轉變的影響，可見於流民在職業選擇、群體意識、生活倫理等方面已同單純依附土地的農民不

可同日而語。另一方面，因為流民的社會地位低下和生活窘迫，致令他們在身分轉化過程中發

生扭曲和倒退：鄉土觀念實際上並不能真正保護他們，相反只會束縛他們的手腳，阻斷他們與

社會的融合。封建行幫又使他們陷入另一種封建依附關係。娼妓泛濫部分地反映其主體素質低

下、缺乏競爭意識。

就整個租界社會來說，在充分西方化的背後仍有種種封建性的因素，因為它的成員絕大部分是

華人，它的背後是廣袤的小農經濟海洋。這不單單是流民本身的問題，而且也是這種缺乏基

礎、移植式城市化道路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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